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淤俄罗斯及中欧和东欧国家之所以出现极低生育率,被认为是 1990 年前后的政治变革及经济转型困难带来的后果,而这些

国家的现代化水平明显高于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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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是目前世界上少数几个进入很低生育率状态的发展中国家之一,这种超前于现

代化发展水平的状态成为一个悖论。 破解中国低生育率之谜,需要从中国特殊的社会结

构性因素入手。 研究认为,中国生育悖论的背后有经济、文化和制度 3 个层面的逻辑,在
各自的作用机制及其合力作用下共同构造了一个充满张力的社会场域,通过个人生命历

程的高度制度化,对个人的生育意愿和生育决策产生直接和强烈的影响,并形成低生育行

为模式的路径依赖,或者说陷入一种结构性低生育率陷阱。 这 3 条逻辑都有其历史根源,
是一种长期性、结构性的社会构造力。 因此,低生育率社会场域在短期内难以破局。 在低

生育率的政策应对上,不仅需要消除性别歧视和“母职惩罚冶,促进“工作 生育冶平衡等生

育友好政策,更需要深化各项民生制度改革,从根本上消除或调整抑制生育意愿和生育行

为的结构性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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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摇 言

经典的人口转变理论指出,随着现代化的

不断推进,生育率和死亡率都将出现从高水平

转向低水平的变化过程。 因此,人们普遍相信,
现代化水平与人类生育率之间存在一种负向相

关关系。 然而,中国的现代化发展与生育率变

化之间的关系似乎成为了一个“例外冶。 中国

是目前世界上少数几个进入很低生育率状态的

发展中国家之一淤,2020—2022 年妇女总和生

育率分别下降至 1. 30、1. 15 和 1. 07,2022 年只

出生了 956 万人,出生率仅为 6. 77译,2023 年

又进一步下降到 902 万人(出生率为 6. 39译)。
在一个幅员辽阔并拥有 14 亿多人口的国度里,
在个体生育决策和生育行为没有了计划生育政

策强干预的背景下,在处于中等收入水平且现

代化尚未完成的发展阶段,究竟是什么力量导

致生育率降到如此之低的水平? 这种相对于现

代化水平而言的超前低生育率状态成为了一个

迷思现象,笔者将此称之为“生育悖论冶。
近年来的研究文献从不同角度探讨了中国

低生育率的原因,其中主要包括:对生育率直接

影响因素及中间影响变量的人口学解析[1鄄3],在
社会变迁和综合性宏观视域下的观察[4鄄5],从女

性发展、社会和家庭性别平等角度的分析[6鄄7],
在“第二次人口转变理论冶 “低生育率陷阱理

论冶及文化堕距与文化困境等理论框架下的研

究[8鄄10]。 还有一些非常有价值的理论探讨和实

证分析,其中主要包括:生育文化的家庭场域与

社会建构假说[11]、社会地位和社会流动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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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12鄄13]、竞争偏好假说[14]、绝对收入(资产)和
相对收入(资产)假说[15] 以及互联网使用降低

生育意愿的作用机制[16]。 这些研究拓展了低

生育率研究的视野,为揭示中国低生育率的原

因做出了贡献。 总体来看,这些研究发现与其

他国家和地区低生育率形成的原因基本相同、
相似或相近,更多的研究是针对生育意愿和生

育行为的微观影响因素分析,以及如何鼓励人

们生育的政策研究,而很少有对中国低生育率

深层原因的探讨,也未回答“很低生育率为什

么会在中国提前出现冶 这个核心问题。 换言

之,中国的低生育率现象还是一个未解之谜。
当晚婚晚育与少育不育成为社会普遍流行

的生育行为时,必定有其内在的必然逻辑,而对

这种必然性的正确认识,是理解中国低生育率

现象和有效应对低生育率挑战的首要前提。 鉴

于此,本研究力图从中国社会结构性因素特殊

性的视角出发,揭示中国生育悖论背后的深层

逻辑及其作用机制。

二、低生育率研究的主要范式

持续低生育率是人口转变结束后出现的新

人口现象,并且有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出现

了很低生育率甚至极低生育率。 20 世纪 80 年

代,低生育率开始进入人口学家的研究视野,并
成为人口研究的热点[17]。 进入 21 世纪以来,
随着更多的国家和地区出现持续的很低生育率

或极低生育率,相关的理论研究和实证分析不

断深入,其中有 5 个具有代表性的研究范式:一
是人口学范式,从生育率直接影响因素入手解

析低生育率,最具代表性的是“时间进度效应冶
理论[18]。 二是经济学范式,主要是基于新家庭

经济学[19鄄20]的理性生育决策分析,认为低生育

率是生育的直接成本压力(尤其是教育、健康

医疗、住房和就业等方面成本)和机会成本高

企所致[21鄄22]。 还有学者提出“顺周期冶假说和

经济不确定性预期假说:顺周期假说认为发达

国家的生育率与经济增长之间具有一种顺周期

关系[23鄄24],在经济衰退时期,由于收入和就业

的不确定性增强,人们往往会推迟生育[25],这
种推迟效应可以在经济繁荣时期得到补偿[26];
经济不确定性预期假说认为,人们的生育决策

不仅考虑约束条件和过去的经验,同时还考虑

对未来的期望、想象和叙事。 因此,个人“未来

叙事冶的不确定性会直接影响人们的生育决

策[27]。 三是社会学范式,主要代表是“第二次

人口转变理论冶 [28鄄29],强调文化变迁(个人主

义、女权运动、世俗化和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等)
对婚姻和生育的影响。 四是女性主义和社会性

别理论范式[30鄄31],认为社会与家庭内部性别平

等之间一致与否是影响低生育率的关键因

素[32]。 在社会性别平等程度高而家庭性别平

等程度低的国家中,因女性面临“工作 家庭冶严
重冲突而导致低生育率[33],而法国和北欧国家

因实行支持“工作 家庭冶平衡的家庭政策而获

得相对较高的生育率[32]。 五是制度分析范式,
把制度视为塑造个体行为模式的内在力量,强
调制度环境、社会规范、劳动力市场条件等对个

人偏好、生育成本、生育意愿的影响[34鄄37]。 此

外,还有一些学者从综合视角分析低生育率现

象,如“低生育率陷阱冶理论[38]。 这些范式为低

生育率问题研究提供了多维的理论视角和研究

方法,使相关研究可以在不同的维度和层面上

展开,丰富和深化了对低生育率时代个体生育

意愿和生育决策的影响因素及生育行为模式的

认知。

三、低生育率研究面临的挑战:生育悖论

现有的低生育率理论、假说和实证结论都

面临着挑战:在理论层面,还没有出现具有普适

性或者具有较强解释力的理论;在实证层面,尚
未得到适用于所有(或大多数)低生育率国家

的因果关系。 这种挑战的根源既有低生育率国

家之间的差异[39],也有同类国家在生育率水平

上的分野[36]。 例如,意大利被认为是一个非常

矛盾的国家[40]:一方面,传统的婚姻和家庭制

度仍然是意大利的核心文化[41],女性受教育水

平和劳动参与率都相对较低;另一方面,生育率

却长期处于极低水平,并明显低于许多后现代

性更强的西方国家。 根据以往的观点,在传统

家庭观念影响较强的社会里,生育率水平应该

较高,但意大利的情况却恰恰相反,这便形成了

一个悖论[40],其中可能的原因曾被认为是经济

的相对落后和天主教影响约束下的世俗化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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迟。 再例如,荷兰完全是另一种生育悖论:荷兰

是一个拥有受过良好教育人口的高收入国家,
也是一个高度世俗化的国家,60% 以上的人口

没有宗教信仰,社会性别平等进程相对缓慢,很
多人主张传统的男性养家糊口的家庭分工模

式,几乎没有北欧国家那样的家庭政策,带薪产

假时间很短[42]。 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荷兰却

长期保持相对较高的生育率。 荷兰许多制度安

排和社会结构性因素与接近更替水平生育率之

间似乎是矛盾的,因而也成为了一个悖论。 其

中可能解释是,荷兰拥有免费且非常灵活的教

育制度,且劳动力市场上没有工资歧视[42]。 可

见,国际社会中已然存在“现代化进程较慢但

生育率也低冶或“现代化进程较快但生育率却

不低冶的悖论现象,这一方面挑战了经典的人

口转变理论,另一方面也反映出生育问题的复

杂性与多变性。 因而,这为揭示与讨论中国的

生育悖论提供了启发。 基于此,笔者将着重探

讨中国生育悖论背后的深层原因。
相对于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而言,中国的

生育率转变和低生育率的出现都非常超前,以
往人们认为这是中国长期实施以独生子女政策

为核心的计划生育政策的结果,但 2013 年和

2015 年中国政府相继出台“两孩冶和“三孩冶生
育政策,生育率只出现短暂的小幅上升,随即又

转而陷入更深的“生育低谷冶:2023 年出生人口

只有 902 万人,比 2019 年出生人口减少了

38% 。 2020—2022 年妇女总和生育率分别只

有 1. 30、1. 15 与 1. 07,这不仅在发展中国家中

绝无仅有,在低生育率的发达国家也不多见。
其中虽然有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等的影响,但不

可否认的是,这完全是人们根据自身情况而自

主理性生育决策的结果。 这个情况彻底打破了

对计划生育政策效应的迷思。 为什么尚处于中

等收入阶段的中国会出现极低生育率? 现有理

论很难对这一生育悖论做出合理的解释,而在

其他低生育率国家发现的一些影响低生育率的

因素在中国虽然存在,但其影响还不至于使生

育率降到如此低的地步。
中国的生育悖论对人口学家和相关研究者

而言无疑是一个挑战。 笔者认为,从不同研究

范式的边界及其联结入手逐层剖析或许是一条

可行的研究思路。 人口学研究范式揭示了初婚

年龄和生育年龄推迟对总和生育率造成的进度

效应,该效应使得总和生育率低估终身生育

率[43],但进度效应的边际影响十分有限,例如

荷兰和法国女性的平均初育年龄与意大利相

同,但这两个国家的生育率明显高于意大

利[44]。 当然,人们为什么会推迟结婚和生育并

不是人口学家必须回答的问题,这主要是社会

学家和经济学家的任务。 经济学是在严格的假

设条件下展开分析,即假设偏好既定和预算约

束条件下,人们遵循效用最大化原则,根据预期

成本—收益比较做出理性的生育决策,经济学

没有或许也不需要回答人们的偏好是如何决定

及如何变化这样的问题。 但是,对于低生育率

研究而言,偏好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因素,因为当

个人或家庭资源在不同用途上存在竞争时,偏
好就变得尤为重要[45]。 偏好究竟是如何决定

的? 为什么会发生变化? 这些问题或许应该通

过社会学研究范式和制度研究范式获得答案,
因为偏好是社会制度、文化传统、价值观和效用

心理的一种具体表达。
在一定意义上讲,人口学解释了低生育率

的第一层逻辑(生育率的直接影响因素),经济

学揭示了低生育率的第二层逻辑(生育决策模

式),社会学则努力挖掘低生育率更深层的逻

辑(偏好的变化)。 事实上,在低生育率研究

中,社会学范式占据了主导地位,而在生育率转

变研究上,经济学表现得更为抢眼。 社会学研

究范式强调后现代性对个体生育意愿和生育行

为的影响。 后现代性的涵义非常丰富,并且具

有很强的延展性,因此,基于后现代性建立的低

生育率分析框架具有相对的普适性。 但是,这
个分析框架也面临着来自现实的挑战,例如,为
什么同处于后现代化阶段的国家在生育率上有

着完全不同的表现? 为什么在一些后现代性突

出的国家仍可以保持相对较高的生育率水平

(例如法国、荷兰、英国及其他英语国家)? 为

什么一些后现代性相对较弱或者说传统性影响

依然显著的国家(如南欧国家和东亚国家)却

深陷低生育率陷阱? 中国的生育悖论更是对低

生育率理论的挑战,因为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至

今仍未完成,尽管后现代性在现代化大都市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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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定人群中已经显现。

四、中国生育悖论的内在逻辑

在没有生育政策干预的情况下,低生育率

完全是个人(或夫妇)行为决策的结果。 因此,
低生育率的核心问题是:人们为什么会推迟生

育? 为什么只生一个或两个孩子? 一些人为什

么主动选择不生育? 这些问题的答案隐含在中

国生育悖论的内在逻辑之中。 笔者认为,中国

生育悖论背后有以下 3 个不同层次的逻辑。
1. 经济逻辑

大多数研究者认为,中国人口的低生育率

是生育和养育成本压力(包括货币成本和精神

成本、直接成本和机会成本)造成的[46],这个因

果或相关关系说明低生育率的内在经济逻辑是

成本约束。 从直接成本来看,生育和抚育成本、
子女教育成本以及子女结婚成本不断提高,形
成了预期成本高压。 从机会成本看,一方面,女
性保持着高劳动参与率,且收入对家庭的贡献

不可或缺;另一方面,与生育相竞争的需求品越

来越多,尤其是地位商品需求旺盛且价格昂贵。
然而,这只是问题的表层逻辑,背后涉及一系列

需要深入研究和回答的问题。 例如,教育成本

高可能与教育制度缺乏弹性、竞争激烈以及社

会对于高素质人才的需求有关,也可能与等级

制和各职业之间地位悬殊有关。 为什么女性的

劳动收入对家庭如此重要? 这可能反映了女性

在职场上的不断崛起、家庭经济需求的变化以

及人类社会生产生活方式的改变。 为什么女性

面临的家庭—工作冲突如此严重? 这可能涉及

社会对于传统性别角色的期望、工作场所的灵

活性以及家庭责任的分配等方面的复杂问题。
最后,为什么人们对地位商品的偏好如此强烈?
这可能与社会对于成功和社会地位的价值观有

关,推动了个体追求高消费和高品质生活的动

机。 因此,深入了解这些问题将有助于更全面

地理解中国低生育率背后的深层逻辑,在低生

育率成因机制的逻辑链条上进一步回溯结构性

的社会经济因素,而不单单局限在教育成本高、
工作家庭难以平衡等浅表性的经济原因。

2. 文化逻辑

生育决策不仅面临预算条件约束(包括金

钱、时间、精力等),而且还面对与其他方面需

求的竞争。 在预算约束条件一定的情况下,人
们需要在不同用途(例如女性在生育和职业发

展)之间做出投入抉择,此时,偏好就变得尤其

重要。 Hakim 提出的“偏好理论冶认为,当代社

会的女性面临着两个主要的“生命周期模式冶:
生育和就业,或者说,更喜欢“家庭导向冶的生

活方式,还是更倾向 “事业导向冶 的生活方

式[47鄄48]。 有研究者把发达国家的女性分为三

类:一是以家庭为重的女性,二是以事业为重的

女性,三是介于前两者之间的女性(占女性大

多数) [45]。 女性的生活方式偏好和价值观直接

决定了她们在生育和工作之间的选择,因此,偏
好是生育决策和生育行为的主要决定因素。 价

值观和生活方式变化的背后力量则是后现代性

(例如女性主义、个人主义、社会性别平等)的

文化驱动[28鄄29]。 中国劳动力市场完善程度和

工作时间弹性远不及发达国家,并且存在着性

别歧视和母职“工资惩罚冶 [49],但女性却长期保

持着高水平的劳动参与率,甚至高于大多数发

达国家。 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在很大程度

上是因为很多女性具有较强的收入偏好,因为

收入偏好与收入水平有着直接的关系,收入水

平越低,收入偏好就越强。 在这一点上,发挥主

要作用的不是文化逻辑驱动的偏好,而是经济逻

辑驱动的偏好。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文化逻辑对

中国人的偏好影响不大,恰恰相反,与其他处于

低生育率水平的发达国家相比,中国低生育率背

后的文化逻辑更为复杂,因为传统、现代和后现

代的文化元素混合在一起,彼此之间的冲突、碰
撞或互动形成了一个低生育的文化场域。

从传统性来看,有 3 种观念直接影响人们

的生育意愿和生育决策:第一,婚内生育仍是人

们遵从的社会规范,即婚姻是生育的前提。 婚

姻被普遍视为每个人必须经历的“人生大事冶,
同居现象虽然逐渐增多,但主要是 “婚前同

居冶,社会普遍不接受婚外生育。 因此,当初婚

年龄推迟时,生育年龄必然随之推迟。 第二,家
庭延续观念和亲代利他转化为对后代的近乎无

限的责任感。 父母责任在子女长大成人并有收

入之后继续延续,包括对子女结婚、购房等大额

支出的承担或分担,这样的责任感直接导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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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对生育远期成本压力的预期。 第三,社会

等级观念及攀比文化依然流行,并直接导致了

两个结果———其一是社会流动期望驱动的内卷

式教育竞争,直接推高了教育成本(包括父母

在金钱、时间和精力上的直接投入);其二是地

位商品和“面子冶消费需求不断扩大,使许多人

主动或被动地卷入其中。 在这种消费偏好影响

下,随着时尚品、奢侈品、汽车、高档小区住房等

进入社会地位和面子消费领域,个人和家庭面

临着更大的预算竞争压力。 因此,传统性主要

是通过预期直接成本压力机制,降低了人们的

生育意愿。
现代性对低生育率的影响路径主要有 4

条:第一,个人的主体意识和独立自主性增强,
在婚姻和生育上具有独立性和选择自由,即使

是持有传统观念的父母对子女在婚姻和生育决

策上的影响力也显著减弱。 第二,教育提升了

个人的知识水平和认知能力,进而增强了其决

策理性。 第三,高等教育和就业改变了个人生

命历程,年轻人(包括年轻流动人口)从离家独

立生活到婚姻的间隔拉长,受现代和时尚观念

濡染的机会增多。 同时,高等教育和就业提高

了个人对收入和职业发展的期望,进而提高了

对生育机会成本的预期,这些影响在女性当中

尤为显著。 第四,女性发展和社会性别平等进

程。 中国女性发展和社会性别平等程度位于发

展中国家前列,甚至超过了一些发达国家[50],
女性在教育方面获得了与男性同等的地位,虽
然劳动力市场上存在一定程度的性别歧视,但
女性劳动参与率长期处在高水平上,在职业发

展上也具有较多机会,进而面临着“工作 生育冶
的权衡。 因此,现代性主要是通过机会成本压

力机制降低了生育意愿。
后现代性主要是通过婚育替代机制影响生

育意愿。 后现代性主要出现在大都市社会,并
体现在受过良好教育且有较高收入的年轻白领

阶层当中,他们的信息视野广阔且纵深,权威意

识淡薄,追求彰显个性和时尚的生活方式,婚姻

替代和子女替代的选择性强。 在这个群体中,
“超级晚婚者冶“超级晚育者冶、不婚者以及丁克

家庭已是常见现象。 应该指出的是,目前这个

群体的婚育行为对全国生育水平的影响并不

大,但当后现代性的观念和生活方式在更大范

围内流行时,中国生育率下行的风险会进一步

加剧。
上述因素独立影响和相互作用形成一种生

育成本张力,当这种张力出现时,生育率转变就

被引动,当这种张力达到某种程度时,生育率就

会走向很低或极低水平。 那么,中国的生育成

本张力为什么会达到这种程度? 这需要进一步

的深究。
3. 制度逻辑

人们的观念、态度、偏好和决策深受他们置

身其中的文化和制度环境的影响,因此,研究者

们力 图 从 制 度 视 角 寻 找 低 生 育 率 的 原

因[17,51鄄53]。 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生育意愿和

生育决策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国家背景、制度和

社会规范的影响。 例如,国家背景影响女性对

家庭的偏好,制度和社会规范影响女性的生育

机会成本[37]。 在这些研究当中,影响最大的当

属 Esping鄄Andersen 提出的福利国家分析框架。
Esping鄄Andersen 认为,个人生命历程和家庭动

态受国家福利制度的影响,只有从劳动力市场、
家庭和国家互动关系角度才能理解低生育率的

原因[51]。 运用 Esping鄄Andersen 的理论框架,
一些学者从制度及与之相关联的个人生命历程

模式差异的角度,解释不同国家生育率水平之

间的差别[17,54]。
现代福利国家是导致个人生命历程制度化

的主要原因,这种制度化直接关系到每个人的

成长及其人口行为[55]。 虽然 Esping鄄Andersen
的福利国家理论框架可能不适合中国情境,但
可以为研究中国低生育率现象提供一条有价值

的思路,即从“生命历程制度化冶角度切入中国

生育悖论的制度逻辑。 生命历程是指一个人的

人生路径,以及在不同年龄上的重要事件发生

的时间、持续期、间隔及顺序的社会模式[56],反
映了社会赋予年龄的社会和个人意义[57]。 生

命历程制度化是指制度安排对个人生命历程的

模式化影响,这些制度安排从身份转换序列和

经历两个方面影响个人的人生规划和计划。 根

据 Kohli 的解释,个人生命历程制度化有 3 个

基本涵义:一是时间化,生命历程具有社会制度

的参照意义,年龄不再只是人口分组标识,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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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生命的结构性核心特征;二是时序化,即标准

化或“规范性的生命过程冶;三是个体化,即把

个体作为社会生活的基本单位[58]。 生命历程

的规范模式在两个层面上发挥作用:其一是决

定个人在生命过程中的角色转换,其二是影响

人们的期望、行为预期和决策[59]。 个人的生命

历程嵌入社会制度,在生命任何时点上的行为

都会同时受过去经历、当下环境条件以及队列

压力的影响[56]。 因此,生命和生活角色转换的

年龄分层是一种决定或影响获取一定社会地位

及所需时间的社会机制[60]。
从生命历程视角分析中国低生育率的原因

在于,作为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国家,中
国实行的是公权力极大且无处不在的国家行政

体制。 在这样的体制背景下,个人生命历程具

有高度制度化特征,制度对个人生命历程的影

响更直接、更全面、更强烈,以下 3 个方面的制

度影响尤为突出:
第一,教育制度的社会分层功能。 教育具

有社会分层功能是世界各国普遍存在的现象,
因为教育是一种人力资本投资,接受教育越多,
意味着可以获得更多的人力资本,进而在收入

和社会流动上获得更多的回报。 中国的特殊性

在于,教育制度本身就具有社会分层功能,由于

教育资源完全由政府掌控和分配,以及教育资

源的质量和数量的地区分布都存在着显著的差

异,因此,教育制度对个人生命历程具有决定性

的影响。 这种决定性影响产生于 3 个机制:一
是中考分流机制。 教育部门对初中毕业生继续

升学规定了进入普通高中和职业高中的比例,
在过去几年实行的是按 1 颐 1 比例分流的政策。
根据这项政策,只有中考成绩排名中位以上的

考生才有资格进入普通高中,其他学生则只能

进入职业高中。 这种分流政策对学生而言是人

生的分水岭,是社会阶层的提前分流。 二是高

考录取名额分配机制。 高考录取名额分配是以

省为单位,虽然国家出台了录取名额分配的相

关调整政策及扩大了高校的招生自主权,但高

校录取名额地区分配的基本格局没有改变,这
使得一些高校数量少的人口大省的考生面临着

更为激烈的竞争。 三是官方对高等教育机构的

社会分层,这种制度性金字塔结构实际上是对

进入不同等级高校学生的一次社会分层,在这

种分层的影响下,“第一学历冶对于个人未来的

发展极其重要,这种影响甚至可以一直延伸到

博士毕业生的就业市场。 日本和韩国也存在着

严格的学校社会分层,被认为是导致低生育率

的原因之一[39]。 教育是个人生命历程前期阶

段最重要的事件经历,并直接决定或影响其之

后的人生之路。 因此,这种教育制度功能的异

化直接导致了激烈的内卷式教育竞争,父母在

子女教育的金钱、时间和精力投入的巨大压力

下,不得不降低自己的生育意愿和生育水平。
第二,职务晋升的年龄标准规范。 职位晋

升是社会流动的重要形式和主要途径,在中国,
个人生命历程制度化不仅具有与其他现代化国

家相同的一般特征,如就学、就业、退休等方面

的年龄规范,而且在党政部门、事业单位和国有

企业中实行以“年轻化冶为导向的或明确或隐

蔽的职位晋升年龄标准规范或“关门年龄冶,超
过某级职务晋升的年龄上限就意味着基本失去

继续向上流动的机会。 因此,这种年龄标准规

范直接影响这些部门就职者的个人发展预期、
规划和行动。 在这样的晋升年龄标准规范下,
个人发展的机会窗口期被缩短,不仅加剧了职

场竞争,提高了生育机会成本,并与生育旺盛期

高度重合,使女性不得不面对生育与个人发展

之间的权衡困局。 更为重要的是,这种影响并

不只限于这些部门,因其使年龄具有了社会分

层和流动阶梯的参照意义而影响到整个社会。
第三,劳动者收入份额偏低的收入分配制

度。 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劳动者所占比例

长期处于低水平,比发达国家平均水平低十几

个百分点[61]。 这种收入分配制度从根本上瓦

解了传统的家庭性别分工模式,对于工薪阶层

而言,单靠丈夫的收入难以维持家庭生计,妻子

对家庭收入的贡献不可或缺,甚至与丈夫的收

入贡献基本相当。 因此,中国女性劳动参与率

长期保持在高水平,一方面是因为女性发展和

社会性别平等,另一方面也有家庭生计压力方

面的原因。 这种压力使女性在劳动参与的选择

上缺乏弹性,加之劳动力市场上(尤其在非国

有部门)存在着“母职惩罚冶 [59,62],进一步压低

了女性的生育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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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上所述,中国的个人生命历程制度化还

具有刚性特征,这一特征主要源于教育制度、劳
动力市场制度和退休制度缺乏弹性。 大多数生

育率相对较高的西方发达国家有一个共同的特

点,即教育制度和劳动力市场都具有较大的弹

性。 例如教育制度弹性较大的荷兰、瑞典、美国

等通常具有较高的生育水平,而日本和韩国的

教育制度缺乏弹性(如没有休学、转换专业等

制度安排),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这些国家的极

低生育率[39]。 劳动力市场弹性与生育率之间也

存在着正向关系,这种弹性是发达国家的女性劳

动参与率与生育率之间关系发生逆转的重要原

因。 具有弹性的教育制度和劳动力市场制度可

以为个人生命历程的规划及时间安排提供更多

的选择,但在缺乏弹性的制度背景下,个人生命

历程的模式化程度更高,而个人选择的机会更

少,进而给生育带来更大的时间配置压力。
上述 3 种制度安排对个人生命历程的影响

是根本性的,教育制度是一种社会分层筛选机

制,职务晋升制度是一种社会流动竞争机制,收
入分配制度是一种收入压力机制。 虽然这三大

机制对不同群体的影响不同,但基本上涵盖了

富裕阶层以外的所有社会阶层。 这些影响一旦

内化于个人的生命历程,就会形成一种制度性

的社会行为模式,特别是对女性而言,其生命历

程中的社会角色及转换与家庭角色及转换之间

会形成紧张或冲突关系,进而造成了女性在工

作或职业发展与生育之间权衡的困境[53],当这

种困境成为年轻女性普遍预期的情境时,就会

生成一种低生育文化机制和低生育行为的路径

依赖。

五、结论和讨论

中国出现极低生育率的原因是非常复杂的,
既有短期因素的影响,更有深层的社会原因。 只

有深入细致地剖析这些深层原因,才能合理解释

中国的生育悖论,也才能在政策上对生育危机做

出有效应对。 本研究的主要结论如下:
第一,经济、文化和制度 3 个层面的逻辑通

过各自的作用机制及其合力共同构造了一个充

满张力的低生育社会场域或者说结构性低生育

陷阱(图 1)。 经济、文化、制度不仅有各自的作

用逻辑,三者彼此之间也会在特定的情况下有

一定的制约或促进作用。 除了富裕阶层,所有

的社会阶层都被卷入其中。 虽然三条逻辑对不

同社会阶层和社会群体影响的路径和程度存在

着差异,例如低收入阶层更多受到预算约束、成
本压力和收入压力的影响,中产阶级则几乎受

到三条逻辑的所有作用机制的影响;制度逻辑

的社会流动竞争机制对体制内就业群体的影响

要大于其他社会群体,而社会初筛和分流机制

则影响到所有的青少年。 当然也必须承认,所
谓经济、文化或制度的逻辑均是基于“理念类

型冶基础上的概念抽象,现实生活中三者并非

泾渭分明、彼此独立,相反却是交织杂糅在一

起。 因此会发现,经济逻辑中可以看到制度逻

辑和文化逻辑的作用因素,同理,其他逻辑中也

蕴藏着经济逻辑的“影子冶。 可见,想要彻底剥

离开来经济逻辑、文化逻辑和制度逻辑不同的

作用过程是较为困难的。

图 1摇 中国低生育率背后的逻辑及作用机制

第二,传统性、现代性、后现代性的文化混

合及其与经济制度因素的相互作用,是导致中

国低生育率的最重要原因。 长期陷入低生育率

陷阱的意大利等南欧诸国、德语国家、东亚和东

南亚的一些国家及地区等,都在一定程度上具

有这种混合文化特征。 例如,一项对日本低生

育率的研究认为,现代社会的教育、经济和体制

等方面的制度与传统家庭制度规范之间会形成

紧张或冲突关系,进而造成了女性在工作与生

育之间权衡的困境[53]。 中国的情况则更为复

杂,这是因为制度性因素也加入其中。 例如,强
烈的社会分层意识与教育制度功能异化相结合

导致了激烈的内卷式社会竞争,形成了对孩子

质量的高度偏好;社会地位标签化、“面子冶文

化与消费主义相互作用,刺激了对社会地位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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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的强烈偏好,产生对生育的挤出效应;女性发

展与劳动力市场的社会性别歧视相冲突及劳动

保护不足,加剧了女性的“工作 生育冶选择困

境;传统的彩礼文化与高房价等相遇直接拉高

了结婚成本……在多种文化元素的混合效应及

其与制度因素相互作用下,中国年轻人的生育

意愿不仅远低于更替水平,而且处于世界最低

水平[63]。
第三,个人生命历程的制度性分水岭及路

径依赖所形成的激烈社会竞争,对生育具有强

烈的压制性影响。 分水岭效应源于教育制度对

学生的社会初筛和分层;制度性路径依赖是指

一旦进入高低不同的人生轨道,就很难从低层

轨道跨越到高层轨道,而进入高层轨道的人将

面对高度细分的职级金字塔。 所以,一个人从

出生开始就被卷入社会竞争,开始爬梯之旅。
进入低层轨道的人,一方面因收入低且不稳定

而具有更强烈的收入偏好。 有研究显示,低收

入家庭的收入稳定性更脆弱,进而显著抑制其

生育意愿[64],日本也有类似的情况[65],而在其

就业的劳动力市场上更容易遭到 “母职惩

罚冶 [62]。 另一方面,他们期望子女能够赢得自

己输掉的教育筛选,因而对子女质量也具有较

强的偏好。 收入偏好会直接影响女性的“工作

生育冶选择,孩子质量偏好会直接影响孩子“质
量 数量冶替代。 进入高层轨道的人具有更强烈

的个人发展期望和社会流动偏好,同时面对职

级金字塔和相对短暂的个人发展机会窗口,因
而具有更高的生育机会成本。 因此,无论进入

哪条人生轨道,都会面对压低生育意愿的力量。
第四,中国生育悖论背后的 3 条逻辑都具

有历史根源,是一种长期性、结构性的社会构造

力。 在这些构造力作用下所形成的个人和家庭

生活其中的社会场域,对个人的生育意愿、生育

决策和生育行为产生直接和强烈的影响,并形

成低生育模式的文化路径依赖,因为父母或他

人的生育行为对整个生命历程影响的经验会直

接影响对自己未来的预期。 由于社会结构性因

素的变化相对缓慢,低生育社会场域在短期内

难以破局,这意味着扭转低生育率局面将十分

困难。 在低生育率的政策应对上,不仅需要消

除性别歧视和“母职惩罚冶,促进“工作 生育冶

平衡等生育友好政策,更需要深化各项民生制

度改革,从根本上消除或调整压制生育意愿和

生育行为的制度性因素。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本研究只是提出了一

个关于中国生育悖论的研究思路和初步分析框

架,要破解中国低生育率之谜,还需要更多的研

究者做出更大的努力。 当然,这也是中国人口

学理论发展的重要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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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herent Logics behind China 爷 s Fertility Paradox / LI Jianmin ( School of Economics, Nankai
University, Tianjin 300071, China)
Abstract: China is one of the few developing countries with very low fertility in the current world. The
very low fertility ahead of the level of modernization has become a paradox. To solve this puzzle, we need
to have perspective of the societal context and structural factors. There are three logics behind China爷 s
fertility paradox, namely economic, cultural and institutional. The forces of these logics created a social
atmosphere full of tension which influence directly and strongly the individual爷 s fertility intention and
decision鄄making by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the life course, and lead to the path鄄dependence of low fertility
behavior pattern. All the logics are long鄄term social tectonic forces and have their historic roots. Thus,
it爷s difficult to reverse the situation of low fertility in the short term. In the policy response to the low
fertility, it is not only necessary to eliminate gender discrimination and maternal punishment, promote a
balance between work and childbirth and other fertility friendly policies, but also to deepen reforms in
various livelihood systems and fundamentally eliminate or adjust structural factors that inhibit fertility
intentions and behaviors.
Key words: fertility paradox; low fertility;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the life cour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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